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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积明

　　〔内容提要〕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 ,传统文化的作用错综复杂。作为生长

于农业—— 宗法社会之中并适应这一社会运行机制的文化体系 ,它以强大的保

守性和坚固性抵抗现代化变革 ,但它内部所包含的诸多成分 ,却又同时成为推动

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动力。中国最初的现代化精英 ,正是在传统忧患意识、变易观

念、自强观念、经世观念的作用下 ,投入波澜壮阔的现代化变革 ,开启了中国历史

的新纪元。

　　有关现代化进程的任何讨论不能不

涉及现代化的动力问题 ,中外现代化研究

者在这一领域已有卓越的理论贡献。事实

上 ,现代化过程中的诸多因素往往绾结动

力与阻力于一体 ,在历史深处同时发挥推

动现代化与阻滞现代化的双重作用。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注定影响现代化

面貌和速率的文化传统。早期“现代化理

论”曾经建立“传统—— 现代”的两分法构

架并确信现代化进程与摧毁传统实际上

是同一过程 ,这一观点长期影响人们以一

种激进主义的方式看待传统与抗拒传统。

艾森斯塔特于 70年代提出与“现代化理

论”相悖的观点 ,其依据在于世界现代化

进程日益丰富地展示出传统与现代化相

契合的一面:

第一 ,有许多资料表明 ,传统中的一

些重要组成部分 (如家庭、社区 ,甚至包括

政治制度 )的瓦解 ,所导致的往往不是现

代化 ,而是解组、断裂和混乱 ,此种情形不

利于有生命力的现代秩序的建立。

第二 ,在英国、日本和埃塞俄比亚等

国家 ,现代化是在传统象征的庇护和传统

精英的赞同下取得成功的。

第三 ,在有些社会中 ,现代化的最初

动力来自于那些反传统的社会精英 ,但在

现代化启动后不久 ,他们又将传统社会中

的某些成分或象征恢复起来 ,尽管他们在

这样做的时候 ,并非十分情愿并犹豫不

决。

艾森斯塔特由此结论说 ,无论传统社

会与现代社会在理论上有多大区别 ,有生

命力的现代社会的建立实际上在相当大

的程度上依赖于传统社会中的某些因素 ,

现代性实际上是从传统中发展起来。

艾森斯塔特的见解启发人们以一种

新的眼光来看待传统与现代化变迁之间

的关系 ,从中耐心剥绎传统中哪些因素有

助于或有碍于现代化变迁。事实上 ,中国

传统文化以三种形态与中国早期现代化

进程发生深刻的联系: 一、直接支援 ;二、

间接结合 ;三、阻碍现代化变迁。三种形态

的错杂和碰撞 ,既反映了新的历史条件下

中国社会的山重水复 ,又体现了中国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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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进程充满了复杂性和艰巨性。

本文着重讨论的是中国早期现代化

运动中直接支援现代化变革的诸因素 ,它

们是忧患意识、变易主义以及“经世致用”

的思想传统。

一、忧患意识的新功能

中国文化素有忧患传统。《易  系辞

下》云: “作《易》者 ,其有忧患乎! ”《尚书 

君牙》云: “心之忧危 ,若蹈虎尾 ,涉于春

水。”《礼记 儒行》云: “虽危 ,起居竟信其

志 ,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 ,其忧思有如此

者。”中国传统忧患意识具有鲜明的民族

文化特征 ,即不是强调走向自我的忧患 ,

而是强调由自我走向社会的忧患。因此 ,

它在精神的层面上展示忧国忧民的宏大

抱负 ,在思想认识层面上展示居安思危的

警世意向与深刻揭示现实危机的洞察力。

从殷周之际周公、召公的“无疆之恤”到清

乾隆时黄景仁的忧郁之吟。[1 ]忧患意识是

中华民族挫而复起、穷且弥坚的精神动力

所在。当世界现代化进程向古老的中华帝

国提出尖锐挑战时 ,忧患意识的积极意义

再次显现。

忧患意识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正面

效应最初可见于陶澍、林则徐与龚自珍。

在鸦片战争前朝野上下如痴如梦、沉醉于

“海内清宴”的氛围中 ,忧患意识推动他们

以敏锐的觉察力 ,洞见潜在危机 ,“思患而

豫防之”。[2]有关文献揭示他们文化行为的

思想动因说:

当道光之中 ,承乾隆之后 ,西域

府定 ,海宇宴然 ,……而文忠与文毅

独于宴安无事、局守文法之时 ,洞见

病瘕 ,亟起救药。 [3 ]

当嘉道间 ,举国醉梦于承平 ,而

定庵忧之 ,■然若不可终日 ,其察微

之识 ,举世莫能及也。[4 ]

忧患推动陶、林联手 ,改革乾隆朝以来的

若干政经体制 ,从而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

启动提供了某种契机 ;忧患也推动龚自珍

于黑暗混沌中发出危机预言 ,揭开了中国

近代思想启蒙的最初一页。

鸦片战争后中国思想界对于外来现

代化挑战的回应 ,也渗透着深刻的忧患意

识。中国近代思想启蒙巨子魏源向国人揭

示忧患激活思想觉醒的命意说:

人不忧患 ,则智慧不成。[5]

愤与忧 ,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

也 ,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 ,人才所

以革虚而之实也。[6]

正是因为深切忧患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魏

源、徐继 、郭嵩焘以及那一时代的先进

中国人 ,毅然走出中古思想学术的篱藩 , [7]

表现出改革旧物与融摄异质文化的最初

意识。尽管他们的著作和言论在今天的学

人看来浅近而不足道 ,但在中国早期现代

化启动的关口有着剔开一种心路的历史

价值。

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第一批领导力量

—— 洋务派亦是在民族忧患中走上历史

舞台。曾国藩“四更成寐 ,五更复醒 ,念夷

人纵横中原 ,无以御之 ,为之忧悸”。 [8 ]惶遽

怵惕之情中渗透着啃心噬肺之痛 ;李鸿章

发现中国面对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

所处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能自强

者尽可自立 ,若不自强者则事不可知。” [9]

其危机感也急促紧迫。纵观洋务大吏和洋

务思想家的言论 ,忧患之思皆占有凝重分

量 ,而这一心事正是他们文化行为的重要

起点。

20世纪初年登场的维新派和革命派

同样郁积对民族危亡的深沉忧患。康有为

一再述说他“闭户常忧天下事”、“忧患弥

天塞太空”的沉郁心情。[10 ]谭嗣同“当馈而

忘食 , 既寝而累兴 ,绕屋傍徨 ,未知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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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忧性分中之民物 ,复念灾患来于切肤。

虽躁心久定 ,而幽怀转结。” [11]孙中山忧患

“方今强邻环列 ,虎视鹰瞵 ,蚕食鲸吞 ,已

效尤于接踵 ,瓜分豆剖 , 实堪虑于目

前”。[12]陈天华忧患“中国人好像死人一

般” ,对于迫在眉睫的瓜分之祸“分毫不

知”。他们忧患的方面虽各有侧重 ,其间的

相通性却显然可见。

中国近代文化精英忧患意识的深沉

郁结 ,无疑以现实危机的强烈刺激为原生

动力 ,脉流久远的忧患传统则在其中起有

一种浸润与激励的作用。故魏源读《诗经》

“知`二雅’ 诗人之所发愤”。读《周易》“知

大《易》作者之所忧患”。[13]康有为“每读杜

陵诗 ,感慨更摩挲。上念君国危 ,下忧黎元

疴。中间痛身世 ,慷慨伤磋跎”。[14 ]传统的

激发与现实的感触相交织 ,显示出历史与

现实之间无法割断的脉脉联系。

忧患意识是一个民族精神生命中的

极可贵情感 ,更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强韧的

基因。中国近代弥漫于文化精英中的忧患

意识 ,一方面升华人们的精神境界 ,“举昔

卑污之思想 ,一变而新之”。[15 ]另一方面推

动人们走向以“自强”为目标的现代性变

革。李鸿章曾谈及洋务派由忧患走向“自

强运动”的基本思路说:

外患如此其多 ,时艰如此其棘 ,

断非空谈所能有济。我朝处数千年未

有之变局 ,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

业 ,若事事必拘守成法 ,恐日即于危

弱而终无以自强。[16 ]

事实上 ,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的每一环节

都离不开忧患意识的驱动 ,正是因为现实

的忧患与忧患的传统相聚合 ,方有洋务运

动、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 ,而传统忧患意

识也在这一过程中发生转型 ,成为中国防

御现代化思想与近代民族救亡思想中的

有机成份。

二、变易主义的新功能

现代化的本质是对传统的革命 ,变革

意识理所当然成为推动这一进程的基本

思想驱动力。在中国早期现代化启动与向

前延展的进程中 ,这样一种思想资源无疑

并不缺乏。

在中国古代思想库中 ,“变革”的观念

从来就是一个极富生命力的重要命题。位

居 “六经之首”的《周易》对变化之道有深

刻、系统的阐述 ,作者以睿智的眼光揭示

宇宙、社会、人生的常则说:

穷则变 ,变则通 ,通则久。[17]

富有之谓大业 ,日新之谓盛德 ,

生生之谓易。[18]

诚然 ,《周易》也谈阴阳和“天尊地卑” ,也

有注重秩序的“不易”观念。[19]但是 ,它的

精神主线是重刚、行健和主动 ,它所给出

的宇宙图式“刚柔相摩 ,八卦相荡” , [20 ]充

满运动和变易的张力。在二千余年中国社

会历史的进程中 ,《周易》的“通权”、“变

易”思想 ,构成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

思维方式和精神原动力 ,也成为历代社会

改革家推动社会变革 ,创新思想家倡导观

念转变的依据。

中国近代最先锐气呐喊变革的是龚、

魏两位思想巨人 ,其思想旨趣与《周易》的

变易哲学一脉相通。龚自珍叙说自己的思

想基础说: “自珍少读历史书及国朝掌故 ,

自古及今 ,法无不改 ,势无不积 ,事例无不

变迁 ,风气无不移易。” [21]正是本着“变易”

的历史观念 ,龚自珍痛斥“拘一祖之法” ,

“束之于不可破之例”的守旧意识 ,大声疾

呼: “法改胡所弊?” , “奈之何不思更

法?” [22]“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 ,孰若自改

革?” [23]虽然 , 龚自珍的变革方案 , 不论是

政治的还是经济的 , 都只不过是 “药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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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古时丹”。但他急迫的更法变制的吁喊 ,

揭开了近代史上带有时代使命的思想启

蒙序幕。

与龚自珍比较 ,魏源的变易思想更为

系统、完善并更具理论色彩。魏源竖观历

史 ,指出天地间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之中 ,

“二代以上 ,天皆不同于今日之天 ,地皆不

同今日之地 ,人皆不同今日之人 ,物皆不

同今日之物” [24] ,而这种变化的总趋势是

“变古愈尽 ,便民愈甚” [25] ,“后世之事胜于

三代” [26]。即使“ (伏 )羲、黄 (帝 )复生” ,孔

子在世 ,也只能顺应历史变革的“大势所

趋” ,“不能不听其自变” [27 ]。为此 ,魏源大

声疾呼:

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 ,无穷极

不变之法 ,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 ,

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28]

虽然 ,魏源的诸多变革论是对 19世纪外来

现代性挑战的回应 ,但其思想基础与理论

基础却仍然必须追溯于中国传统变易观

念。

多由洋务派大吏幕僚出身的洋务思

想家是“变易”说的积极鼓吹者。冯桂芬的

《校 庐抗议》便深刻贯穿了“究变变通 ,

此其时矣” [29]的变易思想。他在《收贫民

议》中指出: “古今异时亦异势。”因而 ,“法

苟不善 ,虽古先 ,吾斥之。法苟善 ,虽蛮貊 ,

吾师之。”这一思想正是洋务运动藉以展

开的重要思想依据。与冯桂芬相应合 ,王

韬著《变法》一文 ,开篇即引用《周易》的

“穷变通久”说。郑观应论证变革 ,也广为

援引《周易》有关“变易”的理论以及《中

庸》的“时中”说与《孟子》的 “圣之时者”

说。[30 ]他鲜明地提出 ,“虽以圣继圣而兴 ,

亦有不能不变 ,不得不变者 ,实天道 ,世

运、人事有以限之也。” [31]薛福成亦大声呼

吁: “大抵天道数百年小变 ,数千年大变。

自尧舜至今世益远 ,变益远。” [32]据统计 ,

王韬、薛福成和郑观应三人生平言及变局

之处 ,不下十次之多。

作为洋务派另一翼的洋务大吏 ,也大

力张扬因时变通的观念。曾国藩于咸丰元

年论及“经济之学”的路数 ,主张“前世所

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 ,前世所未及者可以

自我创之”。其变通的学术意识 ,实际上潜

藏着后来从事洋务活动的思想因子。洋务

运行的中枢人物李鸿章也屡屡申述“变易

之道”。在同治十三年 ( 1874年 )清廷海防

讨论中 ,他引述《易经》关于 “变通”的理

论 ,分析中国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和 “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指出“不变通

则战守皆不足恃 ,而和亦不可久也”。只有

“力排浮议 ,以成格为万不可泥 ,以风气为

万不可不开” [33 ] ,才是唯一出路。李鸿章所

谓的“不可泥成格” ,“不可不开风气”并非

在一般意义上谈变易 ,而是欲以西方的现

代文明变革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格局。他在

一封书信中说:

不得已舍陆登舟 ,用夷变夏 ,

… …图在后与之为无町畦 ,而求自强

之术耳。[34 ]

对于传统儒学“用夏变夷”的文化中心主

义来说 ,李鸿章的言论 ,无疑是一个有力

的突破 ,而这一突破的理论基础便是《周

易》曾系统阐发的因时变通之说。

洋务派的殿军张之洞对于变革的必

要性和合理性亦有论述。他在《劝学篇》

中 ,将“知变”作为“五知”之一 ,同时强调

“不变其习不能变其法 ,不变其法不能变

器。” “专已袭常 ,不能自存”。他又从弥久

弥香的儒家经典中搬来依据:

交通趣时 ,损益之道 ,与时偕行 ,

《易》义也 ;器非求旧 ,惟新 ,《尚书》义

也 ;学在四夷 , 《春秋传》义也 ;五帝不

沿乐 ,三王不袭礼 ,礼时为大 ,《礼》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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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温故知新 ,三人必有我师 ,择善而

从 ,《论语》义也 ;时措之宜 ,《中庸》义

也 ;不耻不若人 ,何若人有 ,《孟子》义

也。[35 ]

他的言论 ,勾勒了传统“变易主义”的大致

轮廓 ,也昭示了洋务派变易思想的传统源

头。

洋务派谈变易 ,往往同时强调天地万

物、社会秩序“不变”的另一面 ,郑观应便

声言:

中 ,体也 ,所以不易也 ,圣之经

也。时中 ,用也 ,所谓变易也 ,圣之权

也。[36 ]

道为本 ,器为末 ,器可变 ,道不可

变 ;庶知可变者富强之术 ,非孔孟之

常经也。[37 ]

张之洞也一再申明:

不可变者伦纪也 ,非法制也 ;圣

道也 ,非机械也 ; 心术也 ,非工艺

也。[38 ]

这种“不变”的观念亦同样出自《周易》。[39]

变与不变的双重理论 ,因此构成洋务派变

易观的重要特点。

继洋务派而起的维新派在变易问题

上有更为丰富的理论阐述。康有为的《新

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七上皇帝书以

及戊戌奏稿 ;梁启超的《变法通义》 ;谭嗣

同的《仁学》 ;严复的《天演论》和其他文

章 ,均是那一时期维新派论变的代表作。

维新派论变 ,同样本于传统“变易主

义”。康有为说:

变者 ,天道也。……传曰: “逝者

如斯”。故孔子系易 ,以变易为义。又

曰: “时为义大”。时者 ,寒暑裘葛 ,后

天而奉天时 ,此先圣大声疾呼 ,以仁

后王者耶? [40]

他又向光绪帝进言说: 朝廷大政 ,必须“法

《易》之变通 ,观《春秋》之改制”。“百王之

变法 ,日日为新 ,治道其在是矣”。[41 ]这些

倡变的言论既是借助历史论证现实 ,又足

以显示维新派“变易”思想的源泉所在。

和洋务派以及以前的龚魏比较 ,维新

派的变易观有引人注目的进展。第一 ,不

仅强调“变亦变 ,不变亦变” , [42]而且主张

“能变则全 ,不变则亡 ;全变则强 ,小变仍

亡” , [43]从而划开了维新运动与小变、局部

变的洋务运动之间的历史界限。第二 ,发

挥《礼记 大学》中“苟日新 ,日日新”思想

的精义 ,强调 “革去故、鼎取新”并举 , [44]

“除旧与布新”“用力相等” , [45]由此形成与

布新而不除旧的洋务运动的不同变革格

局 ;第三 ,将西方进化论与变易的论说结

合起来 , [46]传统变易主义因此获得全新的

意义 ,外来的进化论亦由此取得中国化的

形式。

从维新派的“日日为新”更往前推进

一步 ,便是革命派力倡“革命”。“革命”一

词 ,源头有二 ,一来自西方 ,二源于《周

易》。《周易》中所说“革命” ,其核心意蕴是

变易受困的逻辑结果: “升而不已必困 ,故

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 ,故受之以井。

井道不可不革 ,故受之以革。” [47]经过革命

解困后 ,历史才能继续发展。故《易 杂卦》

释“革”为“去故” ,为“改变之名”。《易 卦

辞》更申述变革与革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说: “革而信之 ,文明以说 ,大亨以正。革而

当 ,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 ,汤武革

命 ,顺乎天 ,而应乎人”。这些经典性的概

说 ,不仅对孙中山等革命派毅然走上革命

道路是有力的理论支援 ,而且成为国人认

同革命、参与革命的重要的心理基础。

从龚、魏到孙中山 ,《周易》以来“穷变

通久”的思想传统构成近代中国人回应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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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变局与投身现代化变革的哲学基础和

心理基础 ,在早期现代化的本土思想资源

中 ,其地位与意义均不可低估。

三、实学传统的新功能

中国古代素有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 ,

其基本特征是面向现实和着意实效。在传

统社会的兴衰更迭过程中 ,经世致用是统

治阶层应付困境、解脱危机的基本手段 ,

在中国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换的

过程中 ,经世致用的思想传统亦张扬积极

作用。

追索实学传统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

关联 ,现代化精英的学脉是一条重要线

索。从道咸到同光 ,学术界固然汩汩流动

多样思潮 ,其荦荦大者却无疑是传统经世

实学。

最先可谈的是嘉道暨道咸间的龚 (自

珍 )、魏 (源 )、林 (则徐 )、陶 (澍 )、徐 (继

)、姚 (莹 )等人 ,他们既是中国早期现代

化的思想先驱 ,也同时是传统经世实学在

近代的复兴者。龚、魏二人是以经世实学

扭转“浮藻 ”学风的领袖人物 ,同时代

人与后来者评价他们在近代经世实学上

的历史功绩说:

近数十年来 ,士大夫诵史鉴 ,考

掌故 ,慷慨论天下事 ,其风气实定公

开之。[48]

晚清学术界之风气 ,倡经世以谋

富强 ,讲掌故以明国是 ,崇今文以谈

变法 ,究舆地以筹边防 ,皆魏氏倡导

之 ,或光大之。[49]

林、陶、徐、姚的基本性格也是经世务实。

史称: 林则徐“究心经世学” ,“以经世自

励” ; [50]陶澍“少负经世志” , [51]“以学问为

实行” ; [52 ]徐继 “读书志经世 ,于部曹事

例 ,郡国利病 ,无不穷研” ; [53]姚莹“弱冠时

即以经世自任” [54] ,“意济世利人”。[55 ]龚、

魏、林、陶、徐、姚等人几近一致的思想进

路与务实的学术政治风格 ,有力地影响了

道咸年间的学术思潮 ,中国近代第一代实

学群体亦以他们为主体蔚然形成。

继道咸经世派而起的洋务派是一个

十分复杂的群体 ,其中既有执掌中央枢要

和地方军政大权的宦僚如奕■、文祥、曾

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郭嵩焘等 ,又包括

马建忠、王韬、容闳、薛福成这样一批“洋

务新政”的谋划者和鼓吹者 ,郑观应、唐廷

枢等洋务企业家和经营者。李善兰、华衡

芳、徐寿等工程技术人员亦属于洋务派这

一范畴。然而 ,无论洋务派成员个人的经

历、地位、个性、智力乃至生活方式是如何

相似或不相似 ,他们的思想根株都与经世

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

洋务运动的先导曾国藩自青年时代

起 ,就孜孜不倦地“讲求经世之学”。[56 ]他

最为重视的经世学者有二人 ,一是王夫

之 ,一是魏源。他多番研读王夫之的《读通

鉴论》和《宋论》 ,从王夫之关于治国行政、

制夷平乱、练兵用将、树人立法、兴学育

人、钱粮盐铁等有关军国大计、经世大略

的宏论中充分汲取营养。正是在曾氏兄弟

的全力支持和亲自参予下 ,《船山遗书》得

以大规模刊刻 ,传遍海内。对于魏源的经

世著作 ,曾国藩亦十分关注 ,其家书和日

记中留下了他读魏源著作的记载: “七月

初九彭山屺到京 ,接到四弟在省所寄《经

世文编》一部。” [57]《圣武记》又阅一编毕 ,

昔年在京阅过。” [57 ]“经济之学 ,吾之从事

者二书焉 ,曰 《会典》、曰《皇朝经世文

编》。” [59]同治七年 ( 1868年 ) ,曾国藩专折

奏请以魏源入祀江南名宦祠 ,可见他对魏

源的由衷尊重。王夫之、魏源都是湖湘文

化中经世学风的代表性人物 ,曾国藩正是

在继承他们的思想基础上 ,走向波澜壮阔

的洋务大潮。

曾国藩对经世派前贤更多的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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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追慕 ,左宗棠却有幸与道咸间湖南著

名的经世人物发生多方面的亲缘联系。他

于道光十年 ( 1830年 )结识贺长龄 ,贺长龄

对他深为赞许 ,称他为国士 ,并悉发所藏

官私图史 ,供左宗棠阅读。次年 ,他求学城

南书院 ,主讲城南书院的贺熙龄以“义理

经世之学”相指导 ,并将小儿女嫁给左宗

棠长子。道光十七年 ( 1837年 ) ,时任两江

总督的陶澍阅兵江西顺道回籍省墓 ,路过

醴陵 ,醴陵知县延请当时主讲醴陵渌江书

院的左宗棠为陶澍下榻的馆舍拟楹联。素

来敬仰陶澍的左宗棠奋其才学 ,拟出楹联

如下:

春殿语从容 ,廿载家山 ,印心石

在。

大江流日夜 ,八州子弟 ,翘首公

归。

陶澍激赏此联 ,延请相见 ,“纵论古今” ,

“顺谈竟夕 ,与订交而别”。[60]陶澍病卒后 ,

贺熙龄荐左宗棠去陶家当塾师 , 并促成宗

棠长女嫁给陶澍之子陶桄。正是在陶家 ,

左宗棠读遍陶澍藏书。他在家书中十分兴

奋地说: “吾在此最快意者 ,以第中藏书至

富 ,因得饱读国朝宪章掌故有用之书。” [61]

三次会试不中后 ,左宗棠更专心致力于经

世致用之学的研究 ,他在致陶桄的信中

说: “山居无事 ,正好多读有用之书 ,讲求

世务。” [62 ]由于左宗棠 40岁以前在“有用之

学”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因此 ,他初出山

即表现出娴熟的经世才干。“自刑名、钱

谷、征兵、练勇与夫厘金、捐输 ,无不布置

井井 ,洞中机要”。[63]以后更成为名重一时

的封疆大吏。其“兵锋所指 ,东极于海 ,西

尽天山 ,纵横轶荡”。“历古以来 ,书生戎马

… …未有如宗棠者也。” [64]

曾、左学术风格如此 ,其它洋务派人

士亦大致如是:

张之洞“生长兵间 ,好阅兵家言及掌

故经济之书” ,“尤究心经世之务” ,“慨然

有经世志”。[65]对于经世学风的前导性人

物 ,张之洞也十分敬仰。他称颂王夫之“挥

麈谈兵 ,植槐卜相 ,雄才张楚国 ,文章经济

一家”; [66 ]赞扬陶澍为道光人才第一 ; [67]称

赞魏源是“所谓豪杰之士”。[68 ]其思想情感

可见一斑。

郭嵩焘就读岳麓书院期间与曾国藩

结成至交 ,“以著述立言相许” , [69 ]“志终不

在温饱” , [70]其经世抱负可以想见。王夫之

与魏源均是他热烈崇敬的人物。

冯桂芬“喜为经世之学。… …洋务机

要研究亦深”。[71]道光十二年 ( 1832年 ) ,时

为江苏巡抚的林则徐在苏州考课书院 ,读

到冯桂芬的制举之文 ,拍案称赞 ,“有一时

无两之誉”。[72]其后 ,林则徐将冯桂芬招入

抚署 ,校林则徐任京职时所撰《北直水利》

书稿。冯桂芬自称: “受公知最早 ,所以期

之甚厚。公驰驱绝域 ,犹手笺酬答无

间。” [73]可见两人关系深厚。冯桂芬与魏源

亦有深交。“桂芬在京时 ,尝与默深等修楔

慈仁寺。在扬州时 ,尝与默深、刘孟瞻诸

子 ,纵言河事。… …默深所撰《海国图志》 ,

桂芬亦草文正其错误 ,凡四端。” [74]

薛福成“稍长 ,纵览经史 ,好为经世之

学”。 [75]自称对于 “二千年成败兴坏之局 ,

用兵战阵变化曲折之机 ,旁及天文、阴阳、

奇门、卜筮之崖略 ,九州厄塞山川险要之

统纪 ,靡不切究”。[76]

王韬少年时就对八股时文不感兴趣 ,

其致力所在亦为经世之学。“偶遇客谈 ,辩

析毫芒贯穿经史。… …凡遇山川厄塞及古

今用兵争战之处 ,辄能言其胜败 ,了如指

掌。” [77]

徐寿“应童子试”后便“思 (举业 )以为

无裨实用 ,弃之” ,乃“讲求经世有用之

学” , [78] “专究乎致知格致之学 ,潜心经

济”。[79]

李善兰广采博取西方科学 ,在科技史

上多有精彩成就 ,其思想动力仍是“经世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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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他在《重学》一书的译序中谈《重学》

一类西方科技书籍介绍入中国的意义说:

今欧罗巴各国 ,日益富强 ,为中

国边患 ,推原其故 ,制器精也。推原制

器之精 ,算学明也。曾、李二公有见于

线 ,亟以此付梓 ,上好之 ,下必有甚

焉。异日人人习算 ,制器日精 ,以威海

外各国 ,令震慑奉朝贡 ,则是书之刻 ,

其功岂浅鲜哉! [80]

由此可见 ,李善兰等科学家所致力的格致

之学 ,即使是抽象的数学和物理学 ,亦与

这一时期的经世思潮有着密切联系 ,是这

一时期经世实学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经世实学在近代的勃兴既是中国传

统文化对来自外部的现代性挑战的积极

回应 ,也是中国本土文化为早期现代化运

动提供的动力机制:

第一 ,经世的基本涵义是经邦治国、

经世济民 ,这一精义推动文化精英为挽救

国家民族的危亡 ,走上御侮自强的防御现

代化道路。

第二 ,经世实学的基本精神是面向实

际 ,崇奉这一价值理念的文化精英因而能

从骄虚自大的天朝心态中首先觉醒 ,觉察

到中西方之间的巨大差异 ,“反顾赧然 ,自

以为贫且弱也” , [81]进而走向变革开放。

第三 ,经世实学的基本性格是鄙弃空

谈心性 ,注重实功实效 ,而相当数量的实

行家 ,正是后发国家早期现代化启动和推

进的必要条件。清流一派士大夫 ,“高论

唐、虞、商、周糟粕之遗 ,而忽肘腋腹心之

患 ,究其弊 ,不独无益 ,实足贻误事机。” [82]

其所起作用 ,正与经世实学相悖。

第四 ,经世实学既以面向现实和着意

实效为内在精神 ,其观念和策略就必须随

时加以调整 ,以适应客观的变化。在全球

现代化的大背景下 ,这种变易观念实际上

孕育着对中国传统政治体制和文化机制

的突破。洋务运动与戊戌维新的变革实践

是最为生动的说明。

第五 ,经世实学注重学术的务实性与

致用性 ,这一价值取向成为中国人认同西

学和汲纳西学的思想基础。如郭嵩焘考察

欧洲文化后向国人介绍: “实事求是 ,西洋

之本也。”其政务、学问皆“一从其实 ,不为

谦退辞让之虚文”。“中国乃一以虚骄之大

充当之” ,“以粉饰为固有之常规”。其差距

自然是一日千里。王韬也在《漫游随录》中

告诉国人: “英国学问之士 ,皆有实际 ,其

所学武备、文艺 ,均可实见诸措施。坐可行

者 ,可以起而行之。”虽然 ,用中国传统的

实学概念来表述西方文化未免不伦不类 ,

但从中可见传统经世实学在中国人认识、

理解和接受西方现代文明的过程中起有

一种中介作用。

经世实学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

的价值意义是传统文化积极作用于现代

化的一个范例。虽然中国传统文化无法在

整体上成为现代化的原生形态 ,但其结构

中的诸多成分逻辑地构成中国人走向现

代化的动力基础。西方“现代化理论”关于

“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法概念 ,显然不能

表述这样一种历史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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